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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１９７９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政治关系正常化，两国经贸往来也随之升温，但仍

存在突出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开始着手解决经贸领域的关键

问题。其中突出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促使两国开始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在协定谈判过程

中，两国面临着法律、政治、经济问题的阻碍，贸易协定的谈判还与美中资产索赔和纺织品问题

谈判相互交织。最终，中美克服困难，在１９７９年７月达成《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这不仅开启了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新局面，对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产生了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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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后不久，两国又于１９７９年７月达成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并在１９８０年２月生效，双方据

此相互获得最惠国待遇，为两国经贸往来确立了基本框架，奠定了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国内外

学界在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历程时大都关注到了这一协定，但是大多研究仅停留在基本事实介绍的层

面，而且一般是在探讨最惠国待遇问题时简单提及这一协定，缺乏对协定谈判过程及其影响的专门研

究。本文将依据美中两国官方档案文献重点探究《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提出、谈判及达成的过程，总结这

一协定对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及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影响，为认识和解决当下中美经贸问题提供历史

参考。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谈判的缘起

１９５０年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后，美国将新中国视作苏联集团的重要成员予以政治和军事上孤

立、包围的同时，经济上联合整个西方阵营实行了对华 “贸易禁运”政策，从此中美经贸关系处于全面停

滞状态。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由于国际冷战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动，中美关系

也随之发生变化。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ｘｏｎ）执政后，寻求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南战争。在这一背景下，

尼克松政府同时酝酿通过改变对华政策来服务以上目标。而在１９６８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

１９６９年中苏两次边境冲突之后，中国也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开始将苏联视为首要国家安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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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着手改变对美政策。① 可以说，毛泽东和尼克松几乎是同时考虑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缓和中美两

国关系。作为“缓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尼克松政府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自

由化”政策，同时逐渐放松对中国的贸易管制。② 自１９６９年７月到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政府先后就“放

宽”对华贸易限制采取了七次行动，不断向中国传递缓和关系的信号。③ 与此同时，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

件以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倾向，更加重视民生经济问题，在对外经济政策

上也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涉及吃饭穿衣领域的现代工业技术设备。伴随着１９７２年

１月“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出现了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高潮。④ 中国的这一行动既受

益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调整，又反过来推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逐步恢复。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布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复苏注入极大动力。在

公报中，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

人民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⑤ 在尼克松、福特（Ｇｅｒａｌｄ　Ｆｏｒｄ）和卡特
（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三任政府连续的努力下，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方面，两国的贸

易交流开始增多：１９７２年春季，中国政府首次邀请４２名美国商人参加当年的春季广交会。１９７３年５
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并派驻主管贸易的商务官员；同年美国成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以推动美中贸易关系。另一方面，两国的贸易额大幅上升：１９７２年，中美贸易关系刚恢复时的双边贸

易额只有１２８８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３３１万美元，出口９５７万美元。到１９７８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

到９．９亿美元，是１９７２年的７６．７倍，其中中国进口７．２亿美元，出口２．７亿美元。⑥

但是通过中美之间的贸易数据也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９年之前，两国的经贸关系仍存在非常突出的问

题。首先，双方的贸易额无法持续有效扩大。美中贸易在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迅速增长后，增速出现了下降

趋势，到１９７８年，两国的贸易额还未超过１０亿美元，这同两个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⑦ 其次，根据

中国对美进出口金额的变化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２年中美贸易大门开启后不久，中美贸易结构就出现了严

重失衡。由于缺乏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再加上种种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中国对

美出口商品有限且在美国市场缺乏竞争力，中国在中美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地位。导致这些问题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７０年代中美两国各自国内政治及经济形势变动的影响，也有两国商界缺乏对

彼此市场信息的了解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两国之间经济和政治关系不完善。

从经济层面来讲，两国之间缺乏正常贸易机制特别是一个完善的双边贸易条约以规范两国之间的

经贸关系。经历了近三十年无外交关系的状态，两个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国家开展贸易难

免会出现问题，因此两国有必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制定双边贸易条约以规范经贸关系。最早凸显出签

订双边贸易协议必要性的是最惠国待遇问题。由于中国在美缺乏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受到

了严重阻碍。中美有关部门很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呼吁尽早将其解决。１９７２年２月，中国外交部

长姬鹏飞向美国国务卿罗杰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ｇｅｒｓ）提出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重要性。１９７３年９月，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菲利普斯（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也表示“希望国会能尽早出台一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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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

允许总统签署给予中国最惠国关税的贸易协定”。① １９７４年美国又通过了《贸易法》，该法明确规定：只

有与美国达成必要贸易协定的国家才能在未来获得非歧视性待遇。② 而美国政府当时倾向于首先解决

两国早在５０年代遗留的私人求偿和资产冻结问题，并将最惠国待遇作为诱使中国尽早解决资产索赔问

题的工具。但在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之前，双方始终未就资产索赔问题达成最终协定，贸易协定和最惠国

待遇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中美政治关系从根本上影响着经贸关系。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访华之后，中美

两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变动使得解冻后的中美关系随后并没有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就国内政治而言，仍处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始终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美国方面，尼克松刚开始第二

任期就受到“水门事件”困扰并最终在１９７４年８月被迫辞职，这严重拖延了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

建交的议程。而且尼克松和福特两人都更加热衷美苏缓和，某种程度上把中美关系视为处理美苏关系

的有利杠杆，这些都影响了美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性。此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

分歧也是阻滞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美政治关系的前进，中

国坚持“优先同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商业、科技和贸易关系”，③并表示“美中贸易将与政治关系步

调一致”，④对全面开展中美双边贸易并不积极。

美国对华贸易的态度和政策也十分复杂：一方面将经贸合作视作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突破口”

和“助推器”，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方又无法完全信任中方，对华出口仅停留在非战略性商品

交易层面，且将重心置于民间交往领域。在这种形势下，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难以顺畅发展，经济问题

的协调和谈判也未能取得有效进展。１９７７年卡特政府上台初期，同样将持续缓和美苏关系以及处理巴

拿马运河问题置于优先地位，完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非紧迫议程。１９７７年３月卡特政府商务部长

克雷普斯（Ｊｕａｎｉｔａ　Ｋｒｅｐｓ）提交的“美中贸易赤字”的备忘录中就提到，“目前在影响美国对华出口能力的

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完全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⑤

到１９７８年，卡特政府极力推动的新《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国会通过；同时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进展迟缓，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的推动下，卡特政府转向

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在１９７８年底发表建交公报并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建交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几乎与此同时，中共成功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积极倡导推进对外开放，把对外开放确定为加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⑥ 中国需要扩大对外经贸往来，获得包括美国在内发达

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美国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经历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

严重打击后，又于１９７９年开始陷入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旋涡之中，为了缓和市场压力，减轻危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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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需要开辟与扩大在中国的市场。① 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发生，使美国认

识到中国这个一直被美国商界认为是潜在的巨大市场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

即两国发表建交公报的第二天，《旧金山考察记事报》援引菲利普斯的话说，与中国的商业纽带的潜力似

乎是“无可限量的”。②

从此，中美双方开始更加长远和务实地考虑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应卡特政府邀请，中国政府积

极回应并宣布邓小平副总理将于１９７９年１月访问美国，其中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中国“为了实现四个

现代化，需要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美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③

在邓小平访美前夕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等１３个部门就美中经济关

系召开了一次政策审查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包括债权和资产、纺织品协定、最惠国待遇、进出口信贷

在内的发展美中经济关系需要解决的关键议题。会议决定在邓小平访美时，中美双方应该“推进资产索

赔问题的解决；提出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并将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银行信贷扩展至中国”。④ 同时，卡特

还提议建立政府间部级机构———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来促进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⑤ 这次会

议为卡特政府在邓小平访美时对经济问题的磋商做足了准备，体现出卡特政府在建交后希望切实提升

美中贸易关系的积极态度。

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双方会谈中，卡特指出两国直接获

利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美国希望与中国在最大程度上开展贸易；同时强调了解决资产索

赔问题、建立经济联合委员会及达成贸易协定等具体问题的必要性。卡特的表态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

回应，他认为解决资产索赔问题并不难，中方也同意建立经济委员会和签署长期贸易协定的建议。⑥ 此

后，邓小平又同总统特别贸易代表施特劳斯（Ｂｏｂ　Ｓｔｒａｕｓｓ）、克雷普斯、农业部长伯格兰（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ｒｇｌａｎｄ）、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Ｐｒｅｓｓ　Ｆｒａｎｋ）、能源部长施莱辛格（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等官员详细讨

论了具体领域的贸易问题。邓小平在２月４日参访波音公司时表示：“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

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⑦邓小平访美之旅的最大成果是中美签订包括科技合作协定

和文化协定在内的２５项双边合作协定，这都为建交后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开了一个好头。

其实早在１９７８年中美建交势头不断增强之际，为了使美中贸易适应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的前

景，美方就已开始在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和谈判美中贸易协定的问题上展开了准备工作。１９７８年１０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人员在致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中表示他们“正在探索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谈判

美中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如果中美签订贸易协议，这将有利于美国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有序的市场，建议

与中国进行最惠国待遇的谈判。但他们同时提出，虽然解决资产索赔问题不是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但

约翰逊债务违约法规定任何美国机构或个人向任何对美国违约的外国政府贷款是违法的。因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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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李晔：《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济关系》，《东北亚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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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首先进行资产索赔问题的谈判。①

先解决资产索赔问题后随即启动贸易协定谈判的想法得到卡特政府决策者的认可并决定积极落

实。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计划的来年访华行程就承担了这一任务。１２月２０
日，布卢门撒尔同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ｅ）、国家安全

委员会中国事务官员开会讨论后，确定布卢门撒尔１９７９年初访华的基本目标是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正

常化奠定基础，其工作重点包括解决资产索赔问题、达成贸易协议的总体框架以及建立两国政府可持续

讨论经济问题的机制。其中资产索赔问题的解决处于优先位置，同时美国政府还计划在克雷普斯４月

份访华时重点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所以布卢门撒尔此次访问应为克雷普斯的后续行动做好准备。②

接下来邓小平访美时，卡特和邓小平就签署一项双边贸易协定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卡特也明确表示“两

国必须克服的首要障碍就是资产索赔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关乎贸易协定的达成”。③ 由此可见，中美

建交后，双方解决资产索赔问题成为贸易协议谈判的前提条件。

二、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谈判的过程与成果

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使西方看到了中国彻底摆脱苏联阵营并与西方

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④ 在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下，两国在具体经济问题的谈判上也持续取得进展。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４日到３月４日，布卢门撒尔访问中国。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布卢门撒尔与中国相关领

导人又进行了多次会谈，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并于３月２日在北京草签中美资产索赔协议。⑤ 到５月１１
日，经过７年的漫长交涉，两国最终就资产索赔问题达成和解，正式签订《中美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

议》。这一协议的达成也为接下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前者谈判过程中，双方

就已开始谈及贸易协议问题。２月２６日，中国副总理余秋里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谈时援引邓小平访美时

的话说：“如果中美签订长期贸易协定，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肯定不会低于中日之间的贸易额”。他还

重申了签订贸易协定的必要性，并表示希望从这次访问开始就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如果无法达成协

定，那就在克雷普斯下次访华时继续谈判。布卢门撒尔回应称，美国同样计划在这次访问期间开始进行

贸易协定的谈判，并且希望在今年可以完成谈判达成协定，以便尽快在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解决包括最惠

国待遇和官方信贷等问题。⑥ 在这种共识之下，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茨（Ｊｕｌｉｕｓ　Ｋａｔｚ）所

领导的美方工作组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王润生领导的中方工作组随即就双边贸易协定的一般条款

初步展开了正式会谈。

根据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的规定，美方拟定了贸易协定内容清单并在会谈之前就递交给了中方。

双方在会谈第一天根据清单共同讨论了协定应主要包含的框架内容：非歧视待遇、贸易便利化、财政条

款、市场保护条款、版权专利和工业产权、争端解决、产业合作和投资、国家安全中止条款。⑦ 由于是初

次会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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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提供非歧视待遇方面，中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实现两国贸易公平开放，一直希望获得最惠

国待遇，这是双方贸易谈判的关键内容。此前，美国对赋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两

重障碍。在法律上，《１９７４年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对向非市场经济国家授予贸易最惠国地位

有特别规定，总统要证明相关国家已赋予其公民移民自由的权利或者最惠国待遇的赋予将鼓励他们这

么做。这项修正案最初是针对苏联和另一些华沙条约国的，后来将这一限制扩展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访美时对中国的移民自由作出了保证，并开玩笑说“如果美国愿意的话，中国可以向美国输送一

千万移民”①，因此卡特认为给予中国优惠的贸易地位实际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② 卡特政府在法

律层面主要需要考虑是，选择总统根据杰克逊－瓦尼克法案对中国提出１８个月的移民审查豁免，还是寻

求国会额外立法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政治上，美国需要决定是否要向中国提供一种迄今为止还

没有向苏联提供的经济利益。③ 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是否在苏联之前赋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存在严

重分歧。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卡特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审查会议讨论这一议题时，会议指出苏联在过去几个月允许

大量犹太人自由移民美国，为此国务卿万斯（Ｃｙｒｕｓ　Ｖａｎｃｅ）、布卢门撒尔、克雷普斯和施特劳斯一致认为

既然两国都满足了杰克逊－瓦尼克法案的移民要求，就应该对中国和苏联一视同仁。会议同时指出国会

可能会同意单方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万斯认为这种“倾向中国”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实

施从而主张尽快磋商，防止国会率先行动。④ 而卡特为了劝苏联领导人允许犹太人和其他人同在别的

地方的家人团聚作出了巨大努力，他本人也倾向于同时向这两个国家提供最惠国待遇。⑤

在中美贸易工作小组的谈判中，卡茨向中方通报了白宫正在同国会合作寻求解决最惠国相关法律

问题的方法。此外，双方在非歧视待遇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中国在最惠国待遇之外还向美国提出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普遍优惠国待遇。⑥ 而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规定，如果一个国家还未获得最

惠国待遇且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并且被国际共产主义所统治，那么它就不具备

获得普遍优惠待遇的资格。⑦ 因此，美方拒绝了这一要求。实际上，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还有更多政治考

虑。普遍优惠待遇其实是一种脆弱的政策，在美国国内一直遭到利益受到发展中国家损害的企业和工

人的攻击。如果将普遍优惠待遇赋予中国将会危及整个制度，而且极易引发政府和国会之间的斗争。⑧

因此，美方在贸易协定谈判中除了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之外并未赋予中国所希望获得的普遍优惠

待遇。

在保护条款方面，卡茨指出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规定必须设立相应条款来保护本国市场免受进口

破坏，并且以纺织品进口为例对这一条款设定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对此，王润生反复表示不希望在贸

易协定中增加保护条款。卡茨声称其目标不是将保护主义纳入协定，而是避免诉诸保护主义，这一条款

在本质上是为了提供协商程序，确保小问题不会变得更糟或难以处理。王润生表示“依旧无法理解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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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优惠待遇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包括某些初级产品）一种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
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在美国，普惠制关税是税率最低的一种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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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但最终还是同意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以确定可行的措辞来制定一个条款。①

而在国家安全中止条款方面，双方存在更大争论。卡茨在解释这一条款时提到“如果一国认为其国
家安全受到威胁，它可以暂停执行该协议的所有条款”。他承认为了国家安全，美国仍然保留贸易管制

手段，但这一切是必需的。王润生则指出就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此前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不利于双边贸
易发展，这一条款更是违背了发展贸易的良好意愿。中国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现
代化。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强大，反而有利于美国的安全。② 因此，他主张双方应该就这一问

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由此可见，美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捍卫
自己的各项利益。《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在其框架下，美国对贸易协定中对本国
利益提供了完备的预防和保护措施，而刚刚向世界开放的中国在此方面就因为经验不足而相对被动。

会谈第二天，卡茨提出，双方前一天所讨论的一般条款是协定所应包含的主要内容，未来双方应该
就协定的具体规定和措辞进行研究和商议。在协定未来谈判的日程安排上，双方同意在３月１５日之前

交换协议草案，交换草案后的两到三个星期之内，双方可以通过大使馆初步交换意见。在克雷普斯访华
前，再度安排一次工作会议进一步交换意见，以确定协定最终表述措辞及签订时间。总之，布卢门撒尔
访华开启了贸易协定谈判的大门，并且取得了较为积极的进展。

布卢门撒尔回国之后向卡特汇报指出，如果贸易协定、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信贷问题在一年内无法
解决，美中双边关系肯定会变得紧张，他又强调了加快谈判以尽早达成协定的必要性。③ ３月１３日，卡
特政府召开政策审查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未来贸易协定谈判的具体工作计划。会议决定将在布卢

门撒尔之行所获进展的基础上，先在政府内部进行一轮磋商，然后通过双方大使馆就未解决问题继续进
行谈判。会议还指出谈判未来的进展可能很缓慢，并且在克雷普斯访问时不太可能达成最终协议，但是

届时应该可以在部分问题特别是商业便利化方面达成协议，因此未来几周应重点关注这一问题。④ 此
后一段时间，两国按照此前商定的议程稳步向前推进谈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３月２２日布卢门撒尔
在给卡特的美中经济议程备忘录中提到“如果没有纺织品协议的话，国会不会对最惠国待遇和贸易协定

采取积极态度”。⑤ 由此引入了一个老问题：美中纺织品贸易协议。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纺织品出口的大国。中美开展贸易后，尽管中国总体上处于逆差地位，但中国对
美国大量的纺织品出口极大地冲击了美国国内市场和就业。为此，两国一直就纺织品限额问题展开会

谈，但迟迟未达成协议。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双方继续进行纺织品协议的谈判。但是由于纺织品是一
个涉及双方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因此该谈判十分棘手。⑥ 在此前的谈判中，双方从未将贸易协定和
纺织品协议联系起来，但由于双方在纺织品问题谈判上分歧明显、进展缓慢，有些国会议员就希望将纺

织品问题同贸易协定联系在一起，迫使中国让步。在布鲁克斯４月份率团访华时，他向邓小平坦言，“由
于我们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认为，最惠国待遇和贸易协定能否通过将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谈判达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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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意的纺织品协议”。①

连同此前的资产索赔问题可见，中美建交后双方先后展开的各种经济问题谈判在时间上相互重叠，

在谈判进程中也相互牵制，美国不断利用一个问题来制约另一个问题。特别是鉴于中国长久以来一直

希望获得最惠国待遇地位，美国就一直将其作为迫使中国在其他经济问题谈判中让步的工具。４月２３
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回国的电报指出：“中方呼应我们解决资产索赔问题的主要动机是他们想从美国获

得最惠国待遇……而中国对尽快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兴趣也为我们谈判一项可以保障均衡利益的贸易协

定提供了最大筹码”。② ４月３０日的政策审查委员会会议在安排克雷普斯访华任务时也提出将资产协

议的正式签署作为克雷普斯初步签署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以此作为“一种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以使其

签署资产索赔问题协议的战术”。③

除此之外，美国还始终认为中国向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并不是

对称的互惠。在此前国会对美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协定进行审查时，政府总被问到这些协定对

美国公司有何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的关税减免往往不能充分回报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鉴于此，在贸

易协定框架内，美国也希望利用最惠国待遇获得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条款方面（主要是美国驻华贸易办事

处的设立和各种商业设施和条件的配备）最大的让步，从而为本国商人谋求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也成为

克雷普斯访华任务的一个次优目标，即如果无法签署贸易协定，就先在贸易便利化问题上达成一个单独

协定。④

５月１０日，克雷普斯如约赴华，并同邓小平进行会谈。她此次访华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方进一步

谈判贸易协定、海运协定和航空协定，其中贸易协定是重点。根据此前的沟通，双方在协定的原则和框

架内容上都基本达成了共识，问题主要停留在协定的具体细节和措辞上。中方认为美国贸易条款内容

过于冗杂，对双方的谈判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邓小平就此表示：“你们的法律非常复杂，我们不懂。法律

恐怕全世界属美国最多。我们管具体业务的人怕吃亏，你们应帮助我们出些主意……我们也准备立一

些法，否则投了资，吸收了外国专利，人家不放心，我想这些贸易协定能签字，资产协定能完成，只要解释

清楚就能签了”。⑤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坦诚地表达了中方对美国法律缺乏了解，希望向美方学习的态度

以及将完善国内立法以保障双边贸易的决心。邓小平还明确表示这次要解决资产协定，不要让它继续

拖延下去。⑥ 借这次机会，邓小平还向美方及外界重申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确方向，指出“我们经济调

整本身，是为了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⑦

高层会晤的同时，双方谈判人员也一直就贸易协定进行紧锣密鼓的讨论。就在此次会面的前一天，

双方谈到凌晨三点钟。５月１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和克雷普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订《中

美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此后又经过一番谈判，５月１４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和克雷普斯分别在

北京和广州草签《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至此，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就贸易协定的内容达成一致，但美方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ｆｒｏｍ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ｏｆ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０Ａｐｒｉｌ，１９７９，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ｄｅｌ　Ｂｒｏｏｋ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ＡＡＤ，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５３６９７８７１５４４５．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Ａｐｒｉｌ　２３，１９７９，”ＦＲＵＳ，１９７７—１９８０，Ｖｏｌ．
ＸＩＩＩ，ｐｐ．８６０－８６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ｐｒｉｌ　３０，１９７９，”ＦＲＵＳ，１９７７—１９８０，Ｖｏｌ．ＸＩＩＩ，

ｐ．８６５．
“Ｉｓｓｕｅ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Ｋｒｅｐ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Ｍａｙ　１９７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紫丁：《李强传》，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３３页。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１０Ｍａｙ，１９７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Ｋｒｅｐｓ＇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ＡＡＤ，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５３６９７９４７２４８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第５１３页。



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

重申协定的正式签署需要等待纺织品协议成功缔结。① ５月２７日，美国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施特劳

斯赴华讨论纺织品问题。虽然中方作出了很大让步，但美方坚持就中国向美出口纺织品的品种和数量

提出的限额水平。② 因而双方最终决定暂时搁置这一问题留待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再解决。根据《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的规定，包含最惠国待遇的双边商业协定签署后，总统要将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对协议进

行讨论、审议，最终批准通过后才能生效。因此，为了促使中国在达成贸易协定后在纺织品问题上更加

灵活，美国决定加快签署协定的步伐。７月７日，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Ｌｅｏｎａｒｄ　Ｗｏｏｄｃｏｃｋ）和李强代

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

然而协定签署后卡特政府并未将其尽早提交国会，而是一再拖延，主要原因是苏联拒绝对移民出入

境自由作出保证，从而使得同时向中苏提供最惠国待遇的计划受阻。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当时正就美

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辩论。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建议把中美贸易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

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经过政府内部讨论，卡特于７月２７日决定当美苏限

制战略武器条约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③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Ｗａｌｔｅｒ

Ｍｏｎｄａｌｅ）８月份访华时宣布，卡特总统已经决定在最惠国问题上将中苏“脱钩”，他还提到此前协定提交

延误是因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伯德（Ｒｏｂｅｒｔ　Ｃ．Ｂｙｒｄ）推迟了日程安排，但伯德也保证将亲自参与，确保

年底之前通过中美贸易协定。④ 与政治和安全关系不同，美苏关系变化及中美关系改善的内在利益尚

不足以完全决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恶化的美苏关系可能使美国不再坚持同时赋予中苏两国最惠

国待遇，从而移除了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外部障碍，但这依然不能决定贸易协定的顺利通过。决定美

国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机的主要因素其实是美国国内政治，主要障碍在于美国纺织品生产州的参议

员们顾虑其所在州可能因为进口中国纺织品引发失业现象。⑤ 所以，伯德和卡特才推迟提交日期以免

协定无法在国会审查通过。

中国方面很关切协定早日生效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也是涉及中国对外开放的

大问题。１０月１７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州长访华团时指出：“如果美国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得到

解决，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肯定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当时中国与欧洲和日本的最惠国待遇问题

也谈判中，美国的成果将发生带动效应，极大帮助中国获得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能力。⑥ 因此，１０月

２２日，李强访问美国，再次敦促卡特政府在年内批准贸易协定。１０月２３日，卡特签署两条总统令，宣布

免除《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对中国的移民要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确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将促进贸易

法的宗旨并符合国家利益。⑦ 当天，《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送交国会审议。在国会的前期讨论中，议

员们普遍认为贸易协定是为两国提供更多经济利益的重要步骤，有利于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而且，

他们还认为对一国所采取的措施不应受到对另一国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因此将中美贸易协定和苏联问

题捆绑在一起是不妥的。而对于一直存在的纺织品问题障碍，卡特于１０月３０日决定单方面放松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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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类纺织品的进口限制，从而确保了贸易协定的顺利通过。① １２月２９日，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

此反应强烈，国会内“联华制苏”的呼声再度高涨，进一步加速了中美贸易协定的通过。经过两院听证和

审议，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７４票对８票和２９４票对８８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关

系协定》，完成了使协定生效所需的立法程序。② ２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

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③

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符合《中美建交公报》精神，是为了在平等互利、非歧视的原则下进一

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而制定的。首先，协定重点阐述了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互给

予最惠国待遇，这既适用于货物贸易，也适用于金融、劳务等服务贸易，而且适用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的保护等方面。④ 其次，协定确立了双边贸易关系的总体框架，规定两国要互相提供经贸便利以促进

商业活动的展开，承诺设立业务办事处、派驻业务代表、推动经贸和工业团体的访问以及协助政府贸易

办事处的运作；在有关国际支付和国际融资、货币和银行交易方面同样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因为协议

达成时，中国没有工业产权法，协定第六条还规定对专利、商标和版权提供对等保护。⑤ 在贸易争端方

面，协定规定在贸易活动中缔约双方应当积极交换信息，通过友好协商、调解或其他相互可以接受的方

式迅速、公平地解决争端，若上述方式无效可以进一步诉诸仲裁解决。最后，协定第十条指出本协定有

效期为三年，如果任何一方在有效期结束前三十天未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的意图，则本协定延长三

年，此后可按此方法不断延长。协定还规定缔约一方基于国内法的原因可以中止协定的实施。⑥ 该协

议后续的实施，将中美经贸关系带入了正常化发展的新阶段。

三、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及其对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积极影响

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在总统对中国豁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移民审查条款之后，必须每年办理继

续延长豁免的法律手续。《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后，直到１９８９年，美国关于是否继续延长中国最惠

国待遇的审议只是例行手续，每年都得以顺利通过。这种关键安排确保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能够长

期生效，为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和各自国内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使双方相互获得了最惠国待遇，消除了重大贸易障碍。中国在美最惠

国待遇的获得，使得美国将中国商品的税率从２０％降为１０．５％左右，也就是美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所

采用的贸易税率，极大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⑦ 而美国在华最惠国待遇的获得使美国在华投

资与日本和西欧的投资者在中国获得的服务和劳务等领域处于同一地位，反过来促进了美国企业对华

投资，带动大量美商进入中国市场，出现了抢做生意的局面。此外，中美双方业务办事处的设立、商业信

息的提供极大地便利和促进了两国商业活动的开展，产权版权的保护和贸易争端解决条款也建立了基

本的贸易制度和法律框架，为两国更多的经贸往来提供了保障，直接带动了两国贸易额的提升和贸易结

构的转变。

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１９７８年的不足１０亿美元（９９１７７万美元）到１９７９年迅速增长至２４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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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进一步翻倍至４９亿美元。这一数据远超出中美建交之初所预期的１９８０年实现２５亿美元的贸

易额。① 此后一直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０年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至１２２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５．０８％。与此同
时，中美两国在彼此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日益上升。１９８９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香港
和日本，中美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８％上升到１９８９年的９．１％。中
国对美国出口由１９７９年的５．９亿美元增至１９８９年的４４．１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相应地由１８．６亿美元
增至７８．６亿美元，中国上升到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② 就贸易结构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比
重逐渐降低，制成品（主要是机械产品和技术）进口比重逐步增加。中国对美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被石油、

纺织品等替代。１９８７年纺织品已列中国对美出口的首位商品，其他制成品如玩具、运动器械、机电设备

等也开始对美出口。③

另外，《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在整个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贸易协定
是在邓小平访美达成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和解决资产索赔问题的基础上达成的，延续了两国建交后积
极推动合作和提升关系的良好势头，奠定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为了落实《中美贸易关系协
定》，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两国在１９８１年成立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对双边贸易、经济合
作和投资及技术转让等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

贸易协定的达成加深了两国政府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信任，为接下来纺织品问题的最终解决和更多

合作协定的签署创造了积极氛围。两国财政部部长开始每年轮流在两国首都进行会晤，就国际经济发
展和中美财政情况及合作问题定期交换意见。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国副总理薄一波访美并同卡特签订了中
美纺织品协议、民航协定、海运协定和领事条约。１９８４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工业技术合作协定和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等五项协定。１９８５年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与美国副总统
布什（Ｇｅｏｒｇｅ　Ｈ．Ｗ．Ｂｕｓｈ）互访期间，两国又先后签订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和中美渔业协
定等４项重要文件，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贸易的扩大还带动了两国金融投资活动
的发展和更多的民间经贸交流。１９８０年９月至１２月，中国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三大城市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同年１１月，美国在北京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加深了两国人民在商业
上的相互了解。总之，贸易协定的实施推动中美贸易在８０年代得以蓬勃发展，提升了经贸关系在中美
关系中的重要性。中美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中服从、服务于政治的地位逐渐上升为影响政治、支撑两国
关系发展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组成部分。④

《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签订促使两国大规模开展贸易往来，还充分发挥了中美两国之间极强的贸
易互补性，对两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实施使美国获得了一个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消费潜力的新的生产地和消

费市场，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对中国而言，《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带动的双边经贸往来为中国
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的外部动力和经济管理经验。可以说“开放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而对外开放，很
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⑤

首先，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使中国获得了大量资金，为经济建设各项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财力支持。邓
小平曾经指出，要顺利达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Ａ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２，ｐ．９９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８６．”转引自胡涵钧：《当代中美贸易（１９７２—２００１）》，第９２—９３页。

汪熙、陈亚温：《中美贸易问题：中国的观点》，汪熙、霍尔顿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１页。

肖虹：《当代中美经贸关系史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１９９５年，第１１页。

童桐、资中筠、陶文钊、陈宝森：《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３０周年之际》，《世界知识》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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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国际资金的合作。”①中国自从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积极引进外资，在国内资金不足以支持各

项事业发展的情况下，外国资金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补充。《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之

后美国企业在中国多地区、多行业、多种形式的投资使大量美元流入中国，美元在国外资金中占据了大

额比例。以１９８５年为例，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约４４．６２亿美元，其中美国资本约３．８亿美元，占

比约８．５％。②

其次，协定的签订及后续的经贸合作也促使中国开始学习和借鉴美国先进的经贸法律制度和管理

经验，有利于中国不断与国际接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曾抱怨美方的法律和

制度过于繁杂，其中就包括版权、商标保护和专利方面的内容。当时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相关法制建设的

国家，在这一领域缺乏经验。在谈判因此陷入僵局的时刻，邓小平干预谈判并指示尽快成立一个保护专

利的机构。③ 这直接推动了协议的达成及中国对一系列专利、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视和法律保护。④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邓小平在与美国州长访华团的对话中再次强调“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

技术，管理知识也要学习”。⑤ 自１９８２年起中国先后通过了《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初步建立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与此同时，两国经济交往也逐渐由贸易拓展到金融领域。１９８０年１月，美国

宣布解冻中国在美资产，为两国的金融合作开辟了道路。美国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美国银行等多家银

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这些金融业务的开展也推动了中国在金融

监管方面的规范化，先后颁布出台《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金融法规，完善了对外资金融机构

监管法规的建设。

中美贸易协定谈判及实施还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产生了另外一个直接而重大的影响，那就

是中美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就合资经营等新型合作形式上达成一致意见，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为

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思路。同样是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邓小平在与美国州长访华团的对话中提出

了“更多地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⑥ 可见，中美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了中国接受中外合资的观念，中国随

后颁布的《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确立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法地位。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国国际旅行社

北京分社与美国伊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第一家合资企业———中美长城饭店。中国这种新型的

对外开放形式吸引了更多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此后四年内，中国共与外国建立了１０５家合资企

业。⑦ 到１９８９年底，中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美国独资企业累计达到９４９家，协议投资累计４１亿美

元。⑧ 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总量，为中国获取外国资本和技术提供了新渠道。此

外，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的不断扩大，明显改善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了中国利用外资的能力，

从而为中国的长期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成为２０年后中国外贸总额登上５　０００
亿美元高峰的一块重要基石。⑨

复次，美国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高科技、金融资本和工业原料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引进这

些产品和原料十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协定生效后，中国从美国进口机械产品和技术的比例大幅

增加，这种通过对外贸易取得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节省了中国的探索时间，能够在较高的起点上赶超世界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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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４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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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

先进水平。比如黑龙江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在１９８１年引进美国的制造技术后，产品在１９８２年就完全

达到美国公司的技术指标，并在短期内自行设计制造两种新型收割机，成本降低４０％。该厂产品在供

应国内市场之余还销往１３个国家，并向美国返销了零部件。① 后来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不断改善，工

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商品中逐渐取代了初级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

此外，《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影响超出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范围，它所开启的中美经贸关系新动态带

动及扩大了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经济来往。除了与美国直接的经贸合作之外，《中美贸

易关系协定》还向世界展示了两国希望实现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和建交后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的信

号，这为其他西方国家加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动力和信心。中国同日本、西欧国家的贸易和经济

技术合作在８０年代都进入全面发展时期。１９８０年中国还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恢复代

表席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获得了新的国际援助和支持。８０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一直是世界

银行对华援助战略的突出主题。② １９８８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援助金额达１１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利

用外资额的１０％。③

当然，中美建交之初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对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首先，协定并未彻底清除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所有障碍。协定虽然重点解决了最惠国待遇问题，但根据

美国国内法，美国总统还需要每年向国会提交豁免申请，这就使得中国在美国的最惠国地位并不稳固，

使美商同中国的贸易行为产生了不稳定性和不必要的障碍。④ １９８９年，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美

国就再次将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企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中国施压。其次，由于贸易协定签

订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两个具有不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开展经贸交流极易遭遇新问

题。比如，后来许多外国投资者抱怨中国投资环境差、交易成本太高。所谓投资环境差，指的是投资硬

环境（工业基础设施等）不完善和软环境（官僚主义、法律结构等）不健全。所谓交易成本高，指的是劳动

力的生产率低而使劳动力影子成本提高、中国境内购买不到适合标准的原材料而导致进口生产成本增

加以及公文行事效率低下而贻误商业机会等等。⑤ 而这些问题是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无法预

见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的，恰恰需要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来解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协定谈判，让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习和借鉴美国先进经验

的同时，也让中国见识到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复杂性。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中美双方在谈判中

争论的焦点，最终中国做出了较多妥协和让步。协定中的保护条款和国家安全中止条款为美国日后对

中国实行贸易审查提供了依据，也为中美后来的贸易纠纷和摩擦埋下了隐患。但是改革开放启动以后，

中国对西方开放并不意味着成为西方集团的附庸。即便在经济建设中，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外贸政策也始终遵循这一方针。所以，从积极方面来讲，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倒逼了中国企业不断改革和创新，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努力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一道反对西方国家利用垄断地位所实行的贸易歧视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

结　语

中美建交之后，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出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开始在经

贸领域加强联系，推进经贸关系正常化。资产索赔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和纺织品问题是１９７２年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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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第５２页。

刁莉、梁松、刘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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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贸易后阻碍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其中，最惠国待遇问题引出了两

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必要性，但也是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难点所在。在谈判过程中，单就最惠国地位

而言，就存在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三大障碍。此外，由于中美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

两国在贸易协定具体条款的制定上也出现诸多争论。而且，具有经济优势和国际贸易谈判经验的美国

先后利用中方希望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心理在资产索赔问题和纺织品问题上向中方施压并借以拖延贸易

协定的达成。可以说，中美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充分展现了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多种因素相互

牵制的复杂境况。

《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最终达成表现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将中国视为实行贸易

管制的对象转变为将中国视为“友好国家”。① 而且，协定使双方相互获得了对进出口贸易至关重要的

最惠国待遇，建立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基石。该协议不仅对中美双

边贸易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中美贸易关系

正常化一方面进一步带动了西欧、日本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扩大以及国际金融和贸

易机构与中国合作的扩展；另一方面还间接带动了中国国内某些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济管理

模式的现代化，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监管、中外合资经营模式的法制化等。

总之，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战略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补充的十年平稳发展期。建立

在各自战略需求基础上的中美经贸关系，对美方而言既是牵制苏联的战略辅助轨道，亦是缓解美元过剩

危机的战略性布局；对中方而言则开辟了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亟须的美元外汇积累与储备

渠道。② 后来，两国扩大的经贸往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促使经济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不断上升，一

度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可以说，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也是联结后来２０年大

起大落却从未断裂的中美关系的一条红线。③ 当然，１９７９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固

有问题，始终隐藏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中。比如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国家安全中止条款等原则在总

体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之时总会凸显出来，并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这一点在２０１８年中美关系出现

转折性变化以来表现得极为明显。中美贸易关系史上的这些经验与教训对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状况还

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责任编辑：郭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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